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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冶视角下法治服务体系的优化
摇 ———基于法律价值理念的分析

汪习根摇 李曦光

摇 摇 摘摇 要: 法治是“一带一路冶倡议实施的根本保障,而沿线国家在法律制度、法系传统、法
律文化上的重大差异甚至冲突,对“一带一路冶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 为此,要进行法治服务

机制创新,首先必须升级法律价值,形成法理共识,探索实现市场自由、公平与安全三者互动的

价值整合机制,在根本上实现从西方大国崛起初期奉行的“殖民法冶到现阶段的“和平法冶再到

基于全球正义和共享主义的“发展法冶的历史性飞跃。 在规范上走出重国际法轻国别法、重中

国法轻东道国法、重国际解纷机制而轻多边机制重构的三大误区,从国别的官方法和地方习惯

法两个层面提升法治服务能力,优化法治服务体系;在国内构建和实施法律共享联席会议机

制、国别法律能力提升机制,并与各国共同创设共商的法律服务机制、共建的制度供给机制、共
享的法治互惠机制;在模式上,构建国内、区域和国际三位一体的法治服务尤其是律师服务合

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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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一带一路冶倡议实施的有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冶构想[1][2] 自诞生淤以

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金融、旅游文化诸方面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通日益紧密,成效卓

著于[3],并得到联合国和各国的广泛认同,业已成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目前,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30 多个国家同中国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4]。 2016 年 3 月,联合国

安理会第 2274 号决议首次纳入“一带一路冶倡议,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 193 个成员国也一致赞同“一
带一路冶倡议载入联大决议[5]。 “一带一路冶既是经济上的联通,也要实现法治规范上的互通。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必须“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冶,通过“参
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冶为“一带一路冶建设提供法治制度保障[6]。

但不容忽视的是,沿线国家及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宪制、立法、执法及司法制度方面存在着重大

的差异甚至冲突,无论是法律制度的包容性,还是法律规范的整合力,抑或是司法救济的共享度,在这一特

定场域均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构成对“一带一路冶合作发展模式的巨大挑战与考验,这对通过法治规范来

协调利益关系、整合价值冲突提出了崭新的课题,成为当前法治建设亟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央《关
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强调指出:法律服务界应当“围绕推进‘一带一路爷……重大国家发展战

淤

于

2013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纳入国家行动。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方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总,
形成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清单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5 大类、共 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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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提供法律服务冶。 为此,有必要从表面的规范分析深入到法理层面的价值

分析,以理念优化为突破口,提升规范构建与运用能力,完善“一带一路冶法治服务体系。

一、 理念:市场自由、正义与安全的价值衡平

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争始终是困扰当今国际交往的价值聚焦点。 为了协调两者关系,WTO、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 但是,这些法律制度在促进全球均衡公平发展方面的作用

是极为有限的,有的还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定或建议,如多哈发展宣言等。 与现有全球治理模式

不同,“一带一路冶倡议绝不是谋求一国独大,而是更加强调致力于共赢互惠,带动沿线国家的共同发

展。 为此,法律服务工作者不仅应充分了解东道国有关投资、贸易诸多方面的国内法律制度,也不只是

一般性地运用现有国际规则解决纠纷,还应发掘沿线各国这一特定区域的制度优势和法治价值,全面掌

握和灵活运用国际法律渊源尤其是法理价值平衡技巧,谋求正义与自由之间冲突的有效解决之道。 因

为,从法律史上看,西方大国凭借对外扩张而兴起,这在实质上是依靠侵略与殖民的合法化来支撑与固

化的,牺牲了正义而攫取了自身的所谓自由与效益。 “一带一路冶建设的生命力在于其所欲实现的自由

与效率始终立足于人类正义与区域公平发展的基础上。 从法哲学看,娴熟地掌握与灵活地运用社会正

义与市场自由的平衡术是彰显“一带一路冶活力的高层次技艺。 彻底摒弃西方早期的“殖民法冶,也不一

味囿于国际社会当下高喊的“和平法冶,而是不失时机地打出基于共同发展和安全发展前提下实现自身

自由与效率最大化的“发展法冶这一底牌,通过法治理念的创新来实现“一带一路冶建设法治制度与服务

体系构建上的根本突破。 这作为一个基础性议题,具有风向标的重大意义,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以实质正义为核心,实现社会公平

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冶的魅力所在。 推进“一带一路冶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冶 [6]。
“一带一路冶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进而推动

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7]。 而促进社会公平始终应当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依托,以发展机会均

等和发展成果共享为落脚点,实现各国人民的平等发展权利。 1986 年联合国大会第 41 / 128 号决议通

过了《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大小各国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发展权的核心。 2016
年 12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指出作为发展权的

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分享实现发展权的理念和经验,推进世界人权事

业健康发展。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一带一路冶建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正是基于以实质正义来统筹国际与国内两

个大局、让发展成果和发展权利为各国人民共享。 这正是“一带一路冶倡议与传统的或现有的国际治理

模式的根本区别。 而以制度、规范与规则为基础形成的全球公共产品是公平分享“一带一路冶建设成就

的根本标志和保障,应当通过建设和开拓法律服务体系的新领域来推进区域和国际的实质正义。 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及其附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企业、基

金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项目、人员等形式,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

社会福利的活动[8](P2)。 发展援助的范围涉及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环境保护等诸

多方面。 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

同利益结合起来,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改善发展环境,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发展援助是以提高社会福利的人道主义为目标,具有慈善性和非盈利性等

特征,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但与法律同样具有密切的关联。 例如,发展援助的项目均以合同的形式来

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派遣到海外的技术或劳务人员自身的权益及其与外方的关系都离不开法律的确

认与调节,对发展援助的项目实施需要进行法律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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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在对“一带一路冶沿线不发达国家实施发展援助时,在项目前期、项目中期以及项目后期

需要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全面的、高水准的法律服务,以进一步提高发展援助的效率,保证发展援助的

顺利推进。 具体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9](P326):第一,进行可行性论证。 法律人员应对东道国的基本

国情、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产业结构以及发展援助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该国相关法律政策及双方缔结和

共同参与的双边、多边条约情况,并联合海内外的咨询师、会计师、评估师、财务分析师、技术顾问、保险

顾问、环境专家等专业人员,搭建综合性的资源配置服务平台,并出具专业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第

二,提供法律咨询。 结合海外发展援助的专业领域知识,对相关的法律政策进行阐释,全面考虑项目有

关的市场准入、产权确认、税务和合同等问题,提供最优的项目实施操作方案。 第三,参与项目谈判,出
具法律意见。 协助或直接参与发展援助项目谈判并控制谈判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对各种投融资安排提

出建议和交易结构的合法性分析。 第四,起草、审阅和修改项目运行不同阶段的法律合同等法律文书。
建立事前提早防范、事中严格管理、事后全面监督的合同风险防控机制,做到识别、预判、规避和化解各

种法律风险,实现对重大工程合同谈判、制订、签署、履行、变更的全程闭环监督[10](P208)。 第五,协助项

目审查。 及时关注东道国相关法律政策的变化,协助海外发展援助项目审批、审查、信息披露与监督实

施诸方面的工作。
2. 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
共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是国际社会采用的促进发展创新的重要方式。 通过

技术转移实现自身利益并以此推进东道国的发展,是“一带一路冶的应有之义。 2016 年,申请人在中国

首次提交专利申请后,又在“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不含中国)提交的 4 834 件专利申请中,85% 的申请

人是中国企业[11]。 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的巨额存量以及未来的巨大创新潜能投身“一带一路冶建设,值得

法律人深思。 第一,全方位进行产权的域外法律确认与界定。 帮助企业或研发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

国或国际知识产权法律规则进行权利确认,直到今天依然不容忽视。 否则,一旦涉嫌侵权,便会使本应

获得的受益遭受巨大损失淤[11]。 第二,全程跟踪管理技术转移。 在项目谈判、合同草拟与审查、执行与

实施以及受益分配与实现各个环节,依法依规开展法律服务工作。 在进行技术转移的过程之中,法律服

务工作者应充分了解东道国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全面把握东道国在知识产权审查标准、保护

期限、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的特殊规定,积极运用中国同所涉国家签署或共同参加的与知识产权保护

有关的双边协定或国际公约,并从主动申请和预警防范两个方面为企业“走出去冶保驾护航,从而有效

防范企业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发生,提高企业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反应能力,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贸易风险与成本的防护措施[12](P9)。 第三,优化技术转移的法律价值观。 因为“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中东地区明显低于东欧。 应当本着“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冶的价值观,帮
助落后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层级,切忌帮助企业利用此种差异来套取区际利益。 因为互赢是提升创

新能力的唯一正道于[13]。
3.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是指帮助受援助国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此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冶,使不发达国

家自身具备发展的后劲和潜力,而非一味依赖外部资金援助。 能力建设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教
育援助。 重点资助发展义务教育,提高相关国家儿童的文化教育水平。 (2)技术培训。 通过对技术的

运用和掌握来提高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3)项目援助。 通过项目收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4)经
验分享。 通过在“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主题探讨、建立网络平台等形式,将我国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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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如果我国企业在未开展专利布局的情况下进军海外市场,将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比如,2014 年,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小米公司)因涉嫌侵犯爱立信所拥有的 8 件专利的专利权,被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做出“临时禁令冶,禁止小米在印度
市场销售、推广相关产品。
中东七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科威特、埃及)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相对薄弱。 东欧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普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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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经验进行分享,使受援助国得以借鉴和受益。 2016 年 7 月 13 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冶教育行动》文件,指出未来 3 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 2 500 人;未来 5 年,建成 10 个海

外科教基地,每年资助 1 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 2016 年 10 月科技部等四部委出台《推进

“一带一路冶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规划用 3-5 年时间,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大幅提升,来华交流

培训的科技人员达到 15 万人次以上,来华工作杰出青年科学家人数达到 5 000 名以上;与沿线国家就

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建设一批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科技园区等国际科技创

新合作平台,鼓励企业在沿线国家建成若干研发中心。
以上与能力建设有关的问题以往更多属于社会学、经济学、伦理道德等领域所研究的范畴,但事实

上同样涉及法律问题。 例如中国为“一带一路冶沿线的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创办学校、由中国政府部门

为受援助国家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农民等提供免费来华接受培训的机会等,都需要我国同受援助国家

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来开展。 一方面,要规定援助国一方向受援助国一方提供免费的资金、技术和经

验;另一方面,要明确受援助国一方应履行的相应义务,要保证将掌握的技术和经验付诸实践,并对其效

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同时,当地政府应当信守承诺,对能力建设项目提供配套的资金和基础设施,这就

涉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问题。 因此,律师对能力建设项目合同的管理应达到如下要求:一是在法律层

面,明确援助国和援助对象的权利义务;二是运营层面,保证项目高效有序顺利运转,并对项目的各个环

节进行有效监督;三是收益层面,保证达到提高受援助国自身发展能力的目标;四是信息层面,确保合作

双方之间以及外部法律、政策等信息的对称。 同时,由于对不发达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属于公益项目,因
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公益律师以对“一带一路冶建设的公益项目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保障项目开发和

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 以和平安全为条件,保障市场自由

“一带一路冶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不稳定,投
资风险系数很高。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政府的频繁更迭与政局的不稳定,资源的短缺与价格的高涨,
法律与政策的变幻无常,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盛行,宗教、种族与文化的冲突,恐怖活动与走私问

题的猖獗,各种极端势力和分离主义的兴起和蔓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诸多因素使得境外投资项目在

东道国面临极大的风险,对“一带一路冶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9](P272)。 因

此,应加强对风险的评估和管控。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政体评估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能源等领域,该类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投
资周期长、易受政治风险影响等特点。 “一带一路冶沿线不少国家奉行西方宪政制度,“一带一路冶许多

周边国家内部权力争夺激烈、民族矛盾激化、宗教问题复杂,导致权力冲突与政权更迭频繁,从而严重影

响该国政局的稳定性,政治风险系数颇高。 例如乌克兰危机阴影至今未消,泰国和尼泊尔等国党派对

立、频繁更换领导人甚至酿成了社会动乱和武装冲突,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长年遭受战争和内乱

伤害。 在一定意义上,政局不稳是阻碍“一带一路冶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 近些年来,我国高铁海外投

资项目碰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对投资国政治风险评估不足。 法律服务应当在重视经济与民商事

法律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沿线国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深入分析与准确预测投资国宪法实施与政局走势,
吃准吃透沿线国家的宪法、行政法,对该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政治安全进行宪法意义上的审查,对该国的

政局稳定性提供评估建议。 而这些正是以往囿于法条对号入座进行法律服务所忽视了的重大问题,必
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纳入到法律服务的首要领域。 惟有通过对投资贸易伙伴国的宪政评估,从而衡量该

国政权的稳定性、当权政府变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改革范围及强度、法治情况,才能确保中国企业未雨绸

缪、充分认识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并制定预防与化解的有效方案。
2. 安全评估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主要集中于多民族、多文化的中东、东欧、拉美和非洲,这些地区民族矛盾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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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恐怖袭击频发、宗教问题突出、政权动荡,时常出现局部武装冲突等事件,严重威胁中国企业海外投

资利益及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14](P66)。 尤其是中东地区长期面临“三股势力冶(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

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困扰,这三股恶势力联合起来,打着“民族独立冶的旗号,以恐怖手段煽动宗

教崇拜,制造民族分裂,企图推翻世俗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世界各地共爆发 58 场武装冲突,涉
及 44 个国家,其中 56 场发生在“一带一路冶周边和辐射地区,涉及 41 个“一带一路冶周边和辐射国家;
2014 年世界各地共发生 1 000 多次恐怖袭击事件,涉及 80 多个国家,其中约 85%发生在“一带一路冶周
边和辐射地区,涉及 60 多个“一带一路冶周边和辐射国家。 中国在加强“一带一路冶国际经贸合作的同

时同样会受到跨国犯罪问题的困扰。 近些年,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 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对“一带一路冶建设造成的严重威胁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应当根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重大决策的法律程序性要求,将安全风险评估作为重大

项目可行性论证与评估的法定步骤,使其成为政府和公司法律顾问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纳入法定的考

评指标体系,严格监督执行。
3. 环境评估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冶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随之加快,西方媒体对“中国

环境威胁论冶不断热炒。 如果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势必会产生严重后果。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

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总体而言,中国生态法

治意识水平日益提高,环境资源保护水平不断提升。 但是,在海外经济贸易合作中,依然存在严重问题,
被归纳为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环境和社会风险意识和管控能力,存在较强的国内运作惯性思

维冶“有关部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相对原则化,缺乏操作细则冶“在项目前期简化甚至省

略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冶 [15],而这势必导致对中国企业的环境强制风险淤[16](P29鄄56) [17] [18](P103鄄115)、环
境诉讼风险以及“缺乏诉诸投资者—国家仲裁救济手段的风险冶剧增[18](P108)。 为此,首先,强化环境

风险意识。 协助政府和企业树立牢固的域外环境法治意识,敦促各方积极遵守东道国有关环境方面的

法律和政策性规定,充分认识环境风险评估与预防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强制性,积极投身到保障“绿色

丝绸之路冶战略实施的实践之中。 其次,识别环境法律风险的类别。 应当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东道国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参加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认清哪些是引导性条款,哪些是命令性条款或禁止性条

款,哪些是责任性条款,制定环境准则,明确不同环节、步骤和领域的环境法律义务和法定责任以及履责

不能或不全可能带来的最大环境风险。 再次,完善经济行为的环境法律评估机制。 有效预防与化解环

境风险是环境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要构建风险预测、警示、预防与补救四大方面的机制,切实加

强域外环境资源法律执行能力建设,强化依法自主管理环境资源风险的能力,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经济自由发展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 规范:法律服务体系优化的破冰之旅

国际法治、区域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联动是“一带一路冶法治服务体系形成规范共识与练就制度技艺

的基础。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所涉及的法律体系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多边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世界上五大法律体系均涵盖其中。 其中,属于大陆法系的有 36 个国家,伊斯兰法系 4 国,英美法系 3
国,混合法系 22 国;而且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且体系庞大的法律制度规范群,任何一个法律服务机构或人员都无法做到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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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即使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近年来也都开始加大依法保护环境的力度。 例如,2010 年肯尼亚宪法确认人民“拥有清洁和健康
环境冶的宪法权利。 2010 年 5 月,秘鲁通过了《原居民或当地人的事前会商权法》(Law on the Right to Prior Consultation for Indige鄄
nous or Native Peoples),规定公司必须在公听会上介绍其采取的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而当地群众可以提问及表示异议,公司对这
些提问及异议必须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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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有。 因此,我国应改革现行的法律服务尤其是律师制度,促进分工合作和专业化建设,以全面掌握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基础,并进行制度和行为上的调整和适应[19](P56),切实加大法律服

务工作者的涉外法律知识储备量,以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冶的法治建设。 其中,关键是以国别法为知识

基点来强化法律服务体系的规范性能力建设,以国际法为链接纽带来增进法律服务体系的救济性能力。
中国企业在海外参与“一带一路冶建设必然面临与国内不同的法治生态环境,各层面的法律法规和

各种市场规则相互交织,政治、安全、法律风险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 为避免企业在东道国遭遇不必要

的法律风险和发展障碍,法律服务必须站在前列,重点关注东道国的投资、贸易、建筑、劳工、知识产权、
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确保企业在东道国合法投资经营,保障“一带一路冶建设的顺利有序进行。
同时,还应全面了解东道国有关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争端解决、国际司法协助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及两

国共同签署或加入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和相关国际公约。 此

外,除了上述“官方法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民间法冶在沿线国家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在全面掌

握和积极运用东道国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应重视和了解所在区域或少数民族当地的地方法、少
数民族法和宗教法。

建立精准、有效和可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冶法律服务机制,离不开国别法和国际法的双重运用能

力,而能力提升及其所涉及的法律专门人才培养又是重中之重。 对此,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

制度构建与效果固化:
(一) 国内机制

具体包括:第一,法律共享联席会议机制。 改变以往将法律服务仅仅当做律师、公证、法律顾问提供

服务的褊狭观点,克服法律服务主要是司法部主管事项的一般性识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构建法律共享

的制度机制。 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组织协调下,创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

部、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务院其他相关部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全国律师协会与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的法律识别、规范共享与风险防范联席会

议机制,为查明、掌握、理解与运用“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以及预防、提示、化解法

律风险提供权威、高效、系统的指引与保障。 应当改变各自为政、浪费资源的零散性实践方法,以及简单

介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状,充分整合现有经验,集中各方力量,深入研究、精准吃透国别法律,实现法

律服务效率的最大化和法律服务层级的高端化。 第二,国别法律能力提升机制。 由中央政法委领导、教
育部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共同参与,制定和实施“‘一带一路爷国别法律人才教育计划冶。 遴

选一批重点政法院校,在遵循现有法律专业培养总体方案要求的基础上,专门针对沿线国家的法律进行

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 可以采用选修课与必修课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实习相补充的方

法,积极有效地推进教学改革,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为解燃眉之急,针对现有法律服务人员,由司

法部主导、教育部共同参与,制定和实施“‘一带一路爷国别法律服务人员培训计划冶,从法律外语、国别

法律及其纠纷解决技巧三方面进行专门培训。 制定和实施海外留学法律人才资助利用计划,要着力解

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留学国家布局的均衡性。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机关可制定一个《“一带一路冶
留学战略规划》,对沿线所有国家,都应当派出一定比例的法律专业留学人员,以确保深度掌握所在国

家的法律体系及其运作方式与运用基本技能。 二是留学人员待遇的均等性。 现有涉外高端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主要包括国内培养和国内高校与海外高校联合培养两类,而大量自费留学人员的资助力度和利

用潜力尚待加大和发挥。 目前,后者更多倾向于在跨国公司、涉外组织就职。 与“一带一路冶建设密切

相关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由于招聘条件、考试内容与程序方面所限,往往使高水平自费留

学人员无法或不愿应聘入职,这无疑是对资源的一大浪费。 为此,应当在国家层面进行改革,实施留学

法律人才分类支持计划,对公派留学人员和自费留学人员给以同等的国民待遇,确保法律服务工作者在

学缘结构、学历背景上更加多元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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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机制

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共商的法律服务机制。 共商机制应当以平等为前提、以互动为手段、以
共识为目标,而非试图以某一种法律制度机制归并其他法律制度机制。 基于这一理念,共商的法律服务机

制可分为事前谈判的服务机制、事中协调的参与机制和事后协商的能动机制,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服

务链条,克服重事后解决纠纷而轻事前防范和事中协调的传统法律思维局限。 第二,共建的制度供给机

制。 制度构建绝不只是立法者和决策者的事情,全体法治队伍尤其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也应当发挥重

要作用。 “一带一路冶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冶等形式实现各国之间

的“战略对接冶与政策协调淤[6],从而实现合作共建的机制化、规范化、法律化。 无论是律师、公证人员,
还是仲裁、调解人员,抑或法律教育与研究人员,在与政策法律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运用相关联的实践领

域都大有可为,通过超前研究、智库咨询、经验总结、知识分享诸多方式,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冶的共建

大业。 第三,共享的法治互惠机制。 法治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和权利的守护神。 “一带一路冶法治建设

的成果应当同“一带一路冶本身一样为各国所分享和共有,并得到各国的互相认同、尊重与遵循。 共享

既是高效发挥现有国际法治机制价值功能的成功法宝,也是实现机制创新的基本条件和价值吸引力所

在。 只要我们的仲裁裁决经得起国际法治和全球正义的检阅,只要司法协助案件执行得能够赢得各方

当事人信任,只要法律调解机制张弛有度、成效突出,我们的法律服务就会树立应有的威信、获得各国的

尊重,从而为“一带一路冶筑牢公平正义的防线,积极助推“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冶 [6]。
法律服务是一项集理论研究、知识运用和经验技巧于一体的高级活动。 在高度重视法律事务实践

操作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将法律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在超前性、引领性、创新性、高端性四

个方面下足功夫,构建一个专门的“一带一路冶法治保障智库,纳入中央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之列于。 应

加强“一带一路冶法律话语权构建方面的软实力建设[20](P17),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

信息化技术建立“一带一路冶国家法律文献数据库和信息资源服务共享平台。 联合沿线国家的专家学

者和实务界人士组建高水平、跨区域、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打造高层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带一路冶
国际高端智库,对“一带一路冶法律服务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综合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提出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咨询报告,在现有基础上组织编纂系统完善的涉外法律服务国际操作指南和

“一带一路冶国家法律风险防范国别指南,克服目前类似的成果以粗浅简介为主而不深不透的片面性。
同时,加强与不同区域的国际智库机构合作,例如,致力于比较法研究的瑞士比较法研究所和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外国和国际私法研究所不仅拥有丰富的各国法律藏书,而且对比较法、外国法和国际统一私法

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将会对“一带一路冶国家法律系统的深入研究提供很强的学习和借鉴作用[21](P18)。
此外,切不可忽视与沿线其他国家如阿拉伯、东欧、北非等区域的智库机构的合作,避免仅仅重视与发达国

家合作而轻视同欠发达或不发达区域有关机构的协作,从而推进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与互鉴。

三、 路径:构建“三位一体冶的法治服务协作格局

“一带一路冶是国家之间以及区域和跨区域三重合作模式的叠加和融汇,难以找到类似的域外经

验,体现了中国的原创性。 这对法律服务在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更广阔的

前景。 我们认为,应当改变简单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模式,在全球、区域与国别三个层面开创“三位一体冶
的法治服务协作新局面。

·211·

淤

于

主要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冶、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冶、蒙
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冶、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冶、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冶、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冶等。 中国同老挝、柬
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中国同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 30 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
产能合作,同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冶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冶
的效果。
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目标是“重
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冶;2015 年 11 月 9 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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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合作伙伴关系

《愿景与行动》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冶建设,中国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互动合

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带一路冶倡议范围圈定了我国沿线的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

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吉林、辽宁、黑龙江,西南地区的重庆、广
西、云南和西藏以及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目前,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 以律

师为例,北上广深苏的律师数量占全国的 30% ,创收却超过 70% 。 据统计,2015 年律师人均创收为 21.
7 万元,上海约 80 万元,最低的是西藏人均创收仅为 3 万元。 由此可见,相对东部等发达地区律师而

言,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水平普遍薄弱,发展较为滞后,对“一带一路冶建设所涉及的海外投资、国际贸

易、公司兼并收购、跨国融资活动等高端涉外业务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应对能力严重不足。 然而,“一带

一路冶倡议的实施为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其特有的

地缘优势、民族文化优势及自然资源优势,积极同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有经验的涉外律师和

律师事务所进行业务合作,整合优势资源,组成高水平、跨区域合作团队,共同为“一带一路冶建设提供

高质量、专业化的法律服务,为企业成功“走出去冶保驾护航。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跨国投资和贸易涉及会计、金融、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律师在提高

自身法律业务水平和拓宽业务范围的同时,应增强主动性、拓展覆盖面、发挥优势、克服短板,积极同涉

外法律服务业相关的会计、金融、证券、保险等专业机构开展战略合作。
为了强化协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律师国内合作机制:第一,援助机制。 建立律师事务所相

互之间的“法律援助冶机制,由地方律协之间签署跨区域律师协作协议,保障发达地区或法律服务能力

较强区域律师事务所为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律师事务所在人员培训、技术提升、案件联办三大方面进行合

作。 要重视这一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强化组织引导功能。 第

二,扶贫机制。 应当将对贫困地区律师的“法律扶贫冶全面系统地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在律师派驻、
公益服务、能力提升三个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扶持。 第三,激励机制。 通过税收优惠、案源供给、精神褒

扬三种方式切实鼓励有条件的律所到“一带一路冶所涉及的中西部地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二) 国别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冶建设涉及许多有关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类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仅靠国内的

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难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相关法律服务。 因此,应当与“一带一路冶所涉国家

开展法律服务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语言、文化、地域、资源和信息优势,从而妥善处理各类法律问

题,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并且,应进一步加强与对方国家开展法律服务行业的交流活动,例如互

派法律人员到国外院校、律所、法院进行培训交流等[22]。 近年来,“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法律服务行业的

交流合作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已在我国建立了 9 家代表处,中国

的律师事务所在蒙古、越南、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设立了 4 家代表处[23]。 我国司法部分别为塔吉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举办了法律服务管理人员培训班。 2017 年 6 月,全国律师协会组织国内律师与

“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排行前 5 位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共同编写《“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

告》。 当然,这些早期的探索主要是与沿线国家的相关机构进行的初步协作或者是对沿线国家法律制

度进行的概要性的介绍。 从长远看,应当在充分吸收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和精

细化的国别合作机制,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富有成效的协作:1. 交流访问。 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或律

协的组织领导与协调主导,建立律师的双边交流机制,通过实地考察、观摩、参访的方式加深合作。 2. 人
才培养。 可以由中央政法委领导,司法部、教育部将“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律师、仲裁、公证队伍建设纳

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冶系统之中。 3. 业务合作。 目前,法律服务“走出去冶主要是与欧美发达国家律师

事务所、仲裁等有关机构进行合作。 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也不可忽视与“一带一路冶沿线发展

中国家的协作。 尽管有的国家法治水平尚待提高甚至相对低下,但是,就国别法而言,东道国律师、仲
裁、公证人员对本国法律运用的熟练程度与水平显然是外来者所不能比拟的,一旦涉及适用沿线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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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情形,此类协作便彰显出独特的力量。 4. 项目跟踪。 建议对重特大项目建立“一案双师冶制度,即
对于投资贸易的合作时间长、工程量巨大、涉及巨额资金的项目,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策法规

的形式明确两个方面的界限和要求:一方面,划定资金或交易额、时间长度、工程量的限度,凡是达到此

一底线的,便构成特大或重大项目,此时,应当对有关项目进行法律监控。 另一方面,对上述项目,可以

根据情况同时聘请中方律师和所在国律师组成法律服务团队,在中方律师主导下及时介入、将风险控制

在最低限度之内。
(三)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近年来,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服务机构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法律市场的对

外开放亦迈出了新的步伐。 但是,在语言、文化、法系、思维模式诸多因素制约下,可以提供高质量海外

投资、贸易、金融法律服务的机构与人员明显不足。 以律师服务为例,目前在国外出庭高质量代理诉讼

或仲裁的国内律师事务所屈指可数。 而国际律师事务所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庞大的全球网络、专业

的管理水平在国际投资和贸易等高端的法律服务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因此,应积极同

国际律师事务所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2017 年 1 月 9 日,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联

合发布《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 该《意见》指出支持并规范国内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

务所以业务联盟等方式开展业务合作,以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探索中国

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和机制。 加强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同国际顶尖律师事务

所的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为企业提供高品质、全方位跨境法律服务,同时有利于中国律师同国

际优秀律师相互借鉴切磋,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业务竞争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冶建设淤[24]。
这些举措无疑为提升律师服务“一带一路冶建设水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应当在此条件下,大胆创新体制机制,改变零碎的单一服务模式,系统化构建律师法律服务体系。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强化律师联盟。 尽管已经认识到建立“一带一路冶律师联盟的必要性[25],但是,对如何充分整

合现有律师协作机制、创设一个富有成效的“律师联盟冶协作机制,依然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 值得注

意的是,应当在充分尊重律师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强化律师联盟的组织协调功能和运行机制建设,可以

考虑设立若干个分委员会,每一个分委员会由主任或主席 1 名、副主任或副主席若干名、常务理事若干

名以及全体理事组成;明确该联盟的职能职责,构建紧密合作型、松散交流型、业务合作型、对口服务型

四种不同的联盟关系模式,真正发挥联盟的作用,切忌有名无实式的联盟。
第二,设立配套机制。 在现有区域经济贸易文化合作框架下创设与之相匹配的律师协作分支机制,

直接服务于所对应的合作机制。 可以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
3)、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

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平台的优势,以此为依托建立法律服

务双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增加律师合作新内涵,构建律师法律服务领域的国际沟通协作机制,凝聚共

识,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创立常设论坛。 由律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一带一路冶律师法律服务常设论

坛于[26],可以选取投资、贸易、金融、工程法律服务以及诸如劳工、人权、环保之类的相关性主题进行深

度而持续的交流,为提高服务水准与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分享国际话语。 目前,“一带一路冶纠纷的解决主要依托现有的国际投资、贸易仲裁机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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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中旬,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律师行业的
领袖会聚前海,与国内各地律师共商“一带一路冶法律服务合作,探讨多边法律服务交流合作新模式,旨在搭建一个服务于“一带
一路冶的以华语律师为主体的全球性法律合作平台。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交往日趋频繁,与法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平台(也包括论坛)越来越多,但是反观国内,我们一直没有一个与
国家发展、法治进步相匹配的法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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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相关机制基本上为英语世界所创立和掌控。 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有人跻身于这些机构担任仲裁

员,但是无论是在人员比例还是实际被选中或指派参与纠纷解决的人员数量上,都很不理想。 笔者认

为,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一,与我国现有的国际、海事以及国内商事仲裁机制联手,自设

“一带一路冶纠纷解决机制,让更多的中国律师直接参与其中,掌握公平解决国际纠纷的主动权。 应当

指出的是,中国自设的这类机构的吸引力和权威性的提高还有待时日,服务于“一带一路冶的能力尚需

进一步提升。 其二,创造国际高端法律人才成长与提升其国际认可度和参与度的内外部条件,激励和保

障律师有效参与国际纠纷解决机制,在内在能力建设和外在制度保障两方面加以刺激和促进。 在能力

上,建立涉外高端律师能力提升制度,发展与国际或国外主流争端解决机构的双边合作关系,鼓励律师

在海外主流纠纷解决机构实习、见习,或者邀请上述机构人员到中国举办讲座、开展法律实务培训与交

流;在保障上,采取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简化审批程序的优惠措施,鼓励中国律师到国外主流争端解决

中心任职,为中国律师事务所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海外业务提供优惠待遇。

四、 结摇 语

总之,“一带一路冶法治服务体系的优化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方法到制度。 从个体效率导向

的单一方法深化为制度本源性归因与求解思维,通过创设法律共享联席会议机制和国别法律能力提升

机制,优化国内制度建设;通过创设共商的法律服务机制、共建的制度供给机制以及共享的法治互惠机

制,疏通国际法律制度供给渠道。 二是从价值到话语。 通过在经济利益、社会公平和市场自由三者之间

的价值互动与平衡,优化话语权的分配模式,以全球公信力或者至少区域公信力为基点,打造国际纠纷

解决程序性机制的中国版本,为“一带一路冶提供强制性保障。 三是从客体到主体。 主体的法治能力是

法律服务质量的关键,应当从以“事冶为主转向以“人冶为主,在重视项目建设的同时重点提升主体能力,
创新服务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法治人才培养和内外联动的协作体系,在全球、区域与国别三个层面创

建“三位一体冶的法治服务协作新格局,实现从西方大国的“殖民法冶到当下的“和平法冶再到基于社会

正义与自由效率之互动的“发展法冶的革命性飞跃,借“一带一路冶建设的东风实现中国法治服务的一次

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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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ptimization of Legal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Wang Xigen (Wuhan University)
Li Xiguang (Jilin University)

摇 摇 Abstract:Rule of law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ub鄄
stantial differences and even conflic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legal systems,legal traditions and
legal cultures have posed many challenges to the buil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Thus,legal service mechanisms
shall be innovated. In terms of norms,it is inadvisable to value international laws above national laws,Chinese
laws above laws of host countries,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bov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鄄
lateral mechanism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apacity for legal services and optimize legal service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official laws and local common laws. Domestically,mechanisms shall be construc鄄
ted and implemented for law sharing joint meetings,and capacity building for national laws. Besides,China has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establish a legal service mechanism through discussion,an institutional supply
mechanism through jointly building and a reciprocal rule of law mechanism through shared growth. As regards i鄄
deas,efforts shall be made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safe and equal value integration mechanism. Concerning mod鄄
els,partnerships are expected to be developed in domestic,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ervices,particularly
lawyer services.
摇 摇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legal service; the value of law; colonial law; peaceful law; development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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